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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所见张骞时代之大夏： 阿伊·哈努姆的最后阶段①

陈晓露

■■■■■■■■■■■■■■■■■■■■■■■■■■■■■■■■■■■■■■■■■■■

内容提要： “大夏” 之地， 较为广泛地为中原人所知， 见于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

其地望所在， 在 “大宛 （费尔干纳盆地） 东南二千余里、 妫水 （阿姆河） 南”， 即今阿富汗北部、 兴

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上游两岸地区。 “大夏” 是张骞亲身访问的四个中亚大国之一， 汉武帝曾对其

表现出格外的兴趣， “数问骞大夏之属”， 通乌孙、 事西南夷皆由此而来。 在张骞笔下， 大夏是一个土

著定居、 城邑林立、 民弱畏战的国度， 是可以 “招来而为外臣” 的对象。 不过， 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

张骞到达时期的大夏城郭仍不甚了解。 在大夏考古发现的诸多城址中， 阿伊·哈努姆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是发掘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 了解情况最多的城址。 根据发掘者的分期， 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

段与张骞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多。 本文拟结合阿伊·哈努姆的考古材料， 尤其是其最后阶段的资料， 对

张骞时代大夏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关键词： 阿伊·哈努姆　 大夏　 西域城址　 中亚考古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８３. 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７４３ （２０２３） ０４—００９９—１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６３６３ ／ ｊ. ｃｎｋｉ. ｘｙｙｊ. 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１０

一　 大夏地理与历史概况

在张骞的介绍中， 大夏最为突出的自然地理特征是位于阿姆河即 “妫水” 之南。 阿姆河是

塑造中亚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地理元素之一。 在本文关注的上游地区， 西天山与兴都库什山从北、
东、 南三面合围， 中间是后来被称为 “吐火罗斯坦” 的盆地，② 阿姆河大致呈东西走向从中穿

过， 其南北两侧的地理条件既存在一定差异， 又有很大的相似性： 阿姆河以北 （右岸） 排列着

多条呈南北向延伸的西天山支脉， 在这些山脉之间， 分布着多条高山冰雪融水汇集而成的、 注入

阿姆河的上游支流， 沿着这些河流形成了诸多低地河谷平原； 而阿姆河以南 （左岸） 则属于卡

拉库姆沙漠 （Ｋａｒａｋｕｍ Ｄｅｓｅｒｔ） 的一部分， 其南部的兴都库什山北麓诸支脉， 缺乏足够长的南北

纵深， 因此在顺山而下、 向北流淌的河流中， 只有最东侧的昆都士河与阿姆河衔接， 其西边的巴

尔赫 （Ｂａｌｋｈ） 河、 库尔姆 （Ｋｈｕｌｍ） 河等都没有能够穿越卡拉库姆沙漠， 只是在尾闾地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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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团队培育计划 “中亚早期城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批准号： ２０ＸＮＱ０２１）
项目成果。
从铭文来看， 贵霜时期已经将这一地区称为 “吐火罗斯坦”。 参见 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Ｎ. ， “Ａ Ｎｅｗ Ｂａｃｔｒｉａｎ Ｉ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Ｋａｎｉｓｈｋａ”， ｉｎ Ｈ. Ｆａｌｋ （ ｅｄ）， Ｋｕｓ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Ｂｒｅｍｅｎ： Ｈｅｍｐ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５６⁃２６４.



图一　 大夏 （巴克特里亚） 地理范围①　

一个个冲积扇绿洲。 因

此， 阿姆河两侧都分布着

一些宜于定居、 发展灌溉

农业的地理单元， 即北侧

的河谷平原和南侧的沙漠

绿洲， 但面积都不大， 且

彼此分离、 不能够连接成

片 （图一）。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地

理条件上的相似性， 在历

史上的很多时期， 阿姆河

南北两侧被划入一个文化

地理单元。 巴尔赫河下游

坐落着这一地区面积最大

的绿洲， 自然成为了该区

域的中心。 在阿契美尼德

王朝时期， 这里成为了古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中记录了这个东方行

省， 称其为 “Ｂāｘｔｒｉ”， 琐罗亚斯德教经典 《阿维斯塔》 中亦可见到这个地点， 其名称应即来自

巴尔赫河。 公元前 ４ 世纪上半叶，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里。 希腊人承袭了波斯人对这

一地区的称呼， 其希腊语形式即更为人所熟悉的 “巴克特里亚 （Ｂａｃｔｒｉａ）”。 在古典作家的笔下，
阿姆河是巴克特里亚和其北部的索格底亚那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 的分界线。 若果真如此， 则巴克特里亚

与张骞所言 “大夏” 大致重合。 然而， 张骞曾提到大夏 “往往城邑置小长”， 斯特拉波

（Ｓｔｒａｂｏ） 亦曾将巴克特里亚称为 “千城之地”， 那么这一地区在当时应是城郭林立的局面， 而根

据考古发现， 阿姆河北岸的城址数量非常多， 甚至超过南岸。 因而， 学术界采用了一种较模糊的

做法， 认为西方史家在使用地名概念时， 其范围并不准确， 在将巴克特里亚指代 “阿姆河以南”
时， 是指代该地首府所在即巴尔赫绿洲， 而巴克特里亚的文化影响可以到达阿姆河北岸， 索格底

亚那也经常处于巴克特里亚政权控制之下，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亚绿洲向草原世界过渡的缓冲地

带。 目前大多数学者是将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放在了希萨尔 （Ｈｉｓｓａｒ） 山德本特

（Ｄｅｒｂｅｎｔ） 镇、 玄奘所称 “铁门关” 之处。 本文亦遵从这一通行做法， 认为广义的大夏或巴克特

里亚将阿姆河上游南北两侧均包含在内。②

据希腊古典作家记载， 亚历山大及其东方继任者塞琉古一世、 安条克一世在中亚修建了许多

希腊化城市。 研究者推测， 后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据统计， 希腊化君

主在巴克特里亚所建城市中， 有名可据者就可达 １９ 个。 它们与推行希腊语、 引入希腊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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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２ （２０１５）， ｐ. ７１， ｆｉｇ. ２. 图中标注原为法文， 汉字为作者所加。
曾有学者提出， 张骞所称 “妫水” 可能指代的不是阿姆河， 而是瓦赫什河， 后者在诸多支流中径流量较大，
且 Ｗａｋｈｓｈ 的发音与 Ｏｘｕｓ 十分相似， 但这种说法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巴克特里亚的地理范围问题承

蒙庞骁霄博士指点， 在此谨致谢忱！



鼓励殖民等一起， 均是向东方传播希腊化文化的重要手段。①

由于东西方史料的差异， 学术界对于该地区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后历史的认识存在一

定争议。 据斯特拉波记录， 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群来自锡尔河北岸， 分为四部，
其中一部名为 “吐火罗 （Ｔｏｃｈａｒｉ）”。 部分学者推测， 从读音上看， “大夏” 可能来自 ｄａｔ⁃ｈｅａ，
即 “吐火罗” 之名的对译， 大夏可能是塞人建立的国家， 即塞人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建立大夏， 大夏又被西迁的大月氏击败臣服。② 同时， 另一派学者认为， 斯特拉波所说四部塞人

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大月氏西击大夏为同一历史事件， 只是东西方对

该事件记录的侧重角度和完整程度存在差异， 如或将大月氏等同于四部之一， 或认为塞人并未完

全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大月氏随后占领之。 如是， 则张骞所说的大夏就是希腊—巴克特

里亚王国。 杨巨平曾提出一个解释， 认为汉文史书中在不同场合使用 “大夏” 一词的指代范围

并不一致， 大月氏占据的地域大约相当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之地， 希腊化在该地区的影

响也持续到了游牧人群占领时期， 因此将大夏考证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可以成立的。③ 王

炳华从翻译的角度， 认为张骞以古国 “夏” 之名指代其地， 或许另有深意， 即以这种方式引起

汉武帝的注意。④ 从古籍中以 “大秦” 作为古罗马的称呼来看， 这种观点或许有其合理之处， 即

以 “夏” 来指代西方文明古国希腊。 张骞虽未曾踏足希腊本土， 但所到之处却也是中亚希腊化

王国的后继者， “夏” 可能是指仍保留着的希腊文化成分。
张骞的考察报告在几种史籍中大体相同， 尤以 《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西域传》 所载最

为集中。⑤ 二者文本虽略有差异， 但大致可将张骞描述的大夏文化特征归纳为三点： 一是小城林

立， 这与斯特拉波所说的 “千城之地” 相合； 二是城郭虽多而无大君长、 但有都城； 三是城中

居民过着定居生活、 人口众多， “兵弱畏战”、 军事力量较差， 但商业贸易、 经济活动较为突出。
从这些特点来看， 张骞到达时见到的大夏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绿洲城郭文明的特点， 正如他自己

所说 “其俗土著， 有城屋”， 与居于费尔干纳盆地、 同为定居文化的大宛 “同俗”。 这与塞人作为

游牧人群的身份相去甚远。 因而， 即便大夏的确是由塞人建立的， 塞人作为统治者在大夏社会中也

只占少数， 而张骞观察到的应是一般民众的、 “与大宛同俗” 的定居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
确实， 正如杨巨平所论， 当张骞于公元前 １２９ ～ 前 １２８ 年抵达中亚时，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

国虽然已经不存在， 但游牧人群在此地经营时日尚短， 对本地文化影响应仍然较浅。 《史记》 称

大月氏 “臣畜大夏”、 大夏又 “无大君长” 而有都城， 由此推测， 大月氏应是未直接统治大夏，
而是与大夏上层精英合作， 大夏通过向大月氏纳贡、 赋税之类的形式称臣。 这些推测与考古发现

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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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伊·哈努姆研究简史评述

　 　 大夏地区的城址考古始于法国人的工作。 从 １９２２ 起， 由富歇 （Ａｌｆｒｅｄ Ｆｏｕｃｈｅｒ） 领衔的法国

驻阿富汗考古队 （简称 ＤＡＦＡ） 就致力于在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城市巴克特拉 （Ｂａｃｔｒａ） 进行考古

发掘。① 富歇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 曾提出 “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化起源” 理论， 在学术界影响巨

大， 他在巴克特拉的工作重心也在于寻找希腊化在东方留下的痕迹。 遗憾的是， 富歇没有如愿找

到希腊艺术风格的材料， 并认为虽然被西方征服者带到了巴克特里亚， 但在游牧民族的征服之后

已湮灭。②

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阿伊·哈努姆的发现， 才终于弥补了富歇的这一遗憾。 当时的阿富汗

国王在狩猎时发现了阿伊·哈努姆村民收集的希腊科林斯风格的石灰岩柱头， 并以此为契机发现

了这座坐落在科克洽 （Ｋｏｋｃｈａ）
河与阿姆河汇流处的遗址。 此后

１９６４ ～１９７８ 年， 伯尔纳德 （Ｂｅｒｎａｒｄ）
领导 ＤＡＦＡ 在该城址进行了连续

多年的发掘， 直到阿富汗战争才

被迫中止。③ 从那以后， 阿伊·
哈努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对考

古材料的整理， 迄今为止已经出

版了九部考古报告。④ 考古材料

显示， 该城址具有明显的希腊式

城市特征 （图二）， 发现了体育馆、

图二　 阿伊·哈努姆平面图⑤　

剧场、 神庙等典型的希腊式公共

建筑， 出土了大量希腊建筑构件、
希腊风格艺术品以及希腊语铭文、
手稿遗迹等， 从而明确地证明了

希腊文明对中亚的深远影响。
２００５ 年以来， 由多国学者共同推

动的阿富汗珍宝全球巡回展览，
将阿伊·哈努姆出土遗物作为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使得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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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拉 （Ｂａｃｔｒａ）” 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名称， 研究者一般用它来区别今天的 “巴尔赫 （Ｂａｌｋｈ）”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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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３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ＤＡＦＡ 先后出版了九部阿伊·哈努姆系列考古报告， 分门别类对城址内外建筑遗迹和

出土遗物进行了刊布。 限于篇幅， 此处无法一一罗列。
图片出处：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 《器服物佩好无疆： 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上海书画出版

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６ 页。



这座城址及其表现出来的希腊化特征已经十分熟悉， 兹不赘述。①

　 　 阿伊·哈努姆是欧美学者在中亚开展城址考古活动最为深入的遗址之一， 其研究整体上体现

着典型的西方学者的学术旨趣。 大体而言， 近代欧美学者在东方开展学术考察、 研究等活动， 是

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张势力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东方最初被认为是文化的边缘地带， 需要被运用

科学的方法编织到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 而希腊文明一向被西方学者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 公元

前 ４ 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将希腊文化第一次传播到遥远的东方， 无疑是近代西方的政

治、 文化扩张最好的历史依据， 因而成为他们津津乐道、 引以为傲的学术主题。 ＤＡＦＡ 的成立，
正是当时的阿富汗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期望借助西方的力量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

进步。 大夏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 于是， 不可避免的， 当地早期的考

古工作受到了西方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 尽管富歇的工作一度受挫， 但阿伊·哈努姆的发掘却极

大提振了西方学者的信心。 这一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前欧美学者对中亚的历史研究

中， 最感兴趣的主题仍是 “希腊化”②， 西方主流出版物中关于巴克特里亚历史的表述， 也仍是

以亚历山大、 希腊化为主线。③

另一方面， 总体上迄今为止对阿伊·哈努姆的研究， 都是在历史学的框架下来解释考古材

料， 而非从考古材料自身出发理解历史。 尽管法国考古学者针对考古材料揭示出的人与自然关

系、 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策略问题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 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但总体上受

到的关注仍比较少。④ 就阿伊·哈努姆遗址而言， 这座城址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十余年， 发掘报告

也陆续出版。 研究者对于这座城址的文化面貌———既有希腊化特征又表现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已经建立了充分认识， 但是对该城本身从始建到发展、 衰落、 废弃过程的认识却仍不清晰。
法国著名中亚研究者格兰德·福斯曼 （Ｇéｒａｒｄ Ｆｕｓｓｍａｎ） 曾在一篇评述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

点。⑤ 例如， 由于该城址目前所见建筑和钱币铭文都不早于公元前 ３ 世纪， 大多数学者认同该城

是塞琉古王朝时期所建， 并推断它是巴克特里亚地区东部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 甚至有可能是塞

琉古一世之子安条克作为共治王管理帝国东部地区的驻跸地之一。 之所以认为该城具有如此重要

的地位， 原因之一是有研究者推测阿伊·哈努姆拥有自己的造币厂， 这在希腊化时代是国王才拥

有的特权。⑥ 这种观点一度流行， 得到了包括发掘者伯尔纳德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赞同， 但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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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巨平： 《阿伊·哈努姆遗址与 “希腊化” 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 《西域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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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Ｐｏｓ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ｏｒ Ｈｏｗ ｔｏ Ｂｅ Ｇｒｅｅｋ ｉ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 Ｍｉｌｉｅｕ”， ｉｎ Ｊｏａｎ Ａｒｕｚ ＆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ｔａ Ｖａｌｔｚ Ｆ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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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否定， 多数学者还是赞同传统观点， 认为巴克特里亚的造币厂应设在中心城市巴克特

拉。① 然而， 这些讨论的重点始终是围绕着古典文献的记载进行， 而没有将考古材料作为讨论基

础。 尽管古典作家的记载未曾经历过类似汉文文献 “古史辨” 运动一般的质疑， 但研究者对不

同文献名称错讹、 记载混乱的情况也有着清楚认识。 因此， 阿伊·哈努姆或巴克特拉二者中哪座

城址在塞琉古王朝拥有造币权， 在有明确证据出土之前， 都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 至于研究者最

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献中记载的 “阿姆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 到底应与哪一座城址对应，
或许也难以辨析清楚。 而对阿伊·哈努姆城址本身发展演变脉络、 兴废年代的讨论， 无疑应该回

归考古材料本身。 对此， 阿伊·哈努姆考古资料的整理者也曾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呼吁

加强对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②

三　 阿伊·哈努姆陶器演变序列

根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 研究者将中亚地区公元前 ３ 千纪到公元 ５ 世纪之间的考古文化大

致分为青铜时代、 早期铁器时代、 阿契美尼德时期、 希腊化时期、 贵霜时期等。 城址是这些时期

中亚考古文化面貌上十分突出的现象之一， 东西方史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 对于张骞

到达时期中亚的情况， 学术界此前了解甚少， 部分西方学者曾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贵

霜帝国建立之前这段时期称为 “黑暗时代”。 不过， 张骞曾在中亚生活了一年左右时间， 向汉武

帝提供的种种关于中亚的情报都十分明确， 其中包含很多细节信息， 可信度较高。 因此， 学术界

普遍认可汉文史籍中关于大月氏西迁、 征服大夏等记载， 很多学者主张中亚在希腊化时期和贵霜

时期之间应该存在一个 “月氏时期”， 或称之为 “过渡时期”。 大月氏西迁就发生在张骞抵达中

亚前不久， 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时段也大体相当于中亚的希腊化时期和月氏时期。
城址考古首先要解决的是年代问题。 一座城址的使用周期包括兴建、 使用、 增补、 废弃等多

个阶段， 很多城址废弃之后还会被再度使用。 所以， 城址的年代并非是一个笼统的范围， 而是可

能分为不同阶段， 并且城址中不同构成要素的年代也会有所差别。 因此， 要辨认属于某个特定时

期的城址， 一是从构筑材料或建造方法等要素直接确认这一时期的城墙， 二是在城址出土遗物中

找到属于这一时期的器物， 两种方法一般是互相补充、 结合使用的。
中亚具有悠久的建城传统， 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在聚落外侧修筑围墙的做法。 到了青铜时

代， 中亚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应当地内陆、 绿洲或沙漠边缘等环境的一整套修建设防聚落的规制，
这类设防聚落已经具备了某些城市的功能， 可称为 “原始城市”。 由于中亚干旱少雨， 城墙不必

太多考虑降雨的问题， 因此采用土坯垒砌； 为抵御强烈的风沙和日晒， 城墙通常不开宽大的明

窗， 而是布设箭头形状的细长孔隙， 也便于军事勘察射击之用。 从青铜时代起， 中亚这套因地制

宜、 就地取材的建城方法与构筑材料就已基本固定下来， 一直沿用到今天。 因此， 除少量的包含

物、 土坯尺寸等， 城墙本身很难直接判断年代， 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址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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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判断中亚城址年代的主要手段就要依靠城址中的遗存， 即考古学最常使用的———以出

土陶器建立相对年代序列， 并结合钱币确定绝对年代。 同时， 中亚地区不断有不同民族人群迁入

移出， 各文化自有建城传统， 确定修筑城址的主体人群对于判断其年代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亚的陶器制作也是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就形成了自有的生产体系， 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

时期， 除雅兹一期 （Ｙａｚ Ｉ） 时各地普遍出现了彩绘陶器之外， 大多数时间在器形、 工艺等方面

都十分稳定， 造型简单， 装饰十分朴素、 几乎没有。 到了希腊化时期之后， 中亚才开始大量使用

各种装饰技术， 这无疑是希腊化文化的影响。 月氏作为游牧人群虽然并不精通于陶器制作， 但其

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陶器面貌的改变， 这种改变也延续到了贵霜时期。 近年来西北大学通

过在中亚的调查和发掘， 确认了西迁中亚的月氏人遗存， 陶器亦是其考古学文化分析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① 张骞到达时， 中亚正处于从希腊化时期向月氏时期过渡的时期， 因此希腊化晚期和月

氏早期陶器是辨识这一时期城址最重要的工具。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考古学者对阿伊·哈努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发掘， 基本建

立起了陶器演变序列。 另外， 中亚发掘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的遗址———粟特古城阿弗拉西亚卜

（Ａｆｒａｓｉａｂ）， 其陶器演变序列也为认识大夏城址文化面貌提供了一定参照。
阿伊·哈努姆出土陶器最初被整理者里昂内特 （Ｂ. Ｌｙｏｎｎｅｔ） 分为 ８ 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为第 １ ～ ３ 期， 陶器形态主要是阿契美尼德时期陶器的延续， 同时也开始出现希腊式盘、 罐、 壶

等器形； 第二阶段为第 ４ ～ ６ 期， 表现出与希腊、 小亚地区高度的相似性； 第三阶段为 ７ ～ ８ 期，
是阿伊·哈努姆城址的最后使用时期， 即公元前 １４５ 年前后游牧人入侵之后的阶段， 城址中出现

了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手制束颈罐、 三足罐等。 其中， 第 ４ 期是陶器整体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

时期， 阿契美尼德风格的陶器迅速消失， 这一时期也是城址本身的主要建设与发展时期。
对城址绝对年代的判断主要是依据钱币资料， 但由于钱币数量有限且很少出自未扰动的地

层， 研究者仅能够确定城址第二、 三阶段转变的节点是公元前 １４５ 年左右， 但对其上限、 下限都

无法作出判断。 对于其上限， 里昂内特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可能早到亚历山大时期。② 从发掘来

看， 阿伊·哈努姆的主要兴盛时期应始于塞琉古王朝。 根据对中亚希腊化历史的整体研究状况和

与阿弗拉西亚卜陶器序列的横向比较， 里昂内特认为阿伊·哈努姆第 １ 期出现希腊式陶器的年代

应相当于安条克一世 （公元前 ２８１ ～ 前 ２６１ 年在位） 时期； 又根据阿伊·哈努姆西南部房址

（Ｈｏｕｓｅ） 与雅典 Ａｇｏｒａ 出土陶器的比较， 指出前者仅始建于公元前 ２ 世纪初， 这表明城址第二阶

段出现希腊化器物， 对应的历史事件应是公元前 ２０９ ～前 ２０７ 年安条克三世对巴克特里亚的军事

行动。③

阿伊·哈努姆陶器演变的第三阶段与本文关注的张骞到达中亚的时期最为接近。 “公元前

１４５ 年” 这一节点的确定， 得益于钱币和铭文的研究。 发掘者在阿伊·哈努姆宫殿宝物库发现了

一件陶器器盖， 上书墨书希腊文， 内容与橄榄油的进口有关， 并提到 “第 ２４ 年” 的纪年。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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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普遍认为， 这个纪年属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Ｉ）。 他在位时间很

长， 可能是统治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一位国王。 根据古典作家查斯丁 （Ｊｕｓｔｉｎｕｓ） 的记载， 欧克

拉提德一世和帕提亚的米特里达提一世 （Ｍｉｔｈｒｉｄａｔｅｓ Ｉ， 公元前 １７１ ～前 １３２ 年在位） 在位时间大

致相同。 欧克拉提德一世在公元前 １４５ 年前后南征印度返回的途中被其子弑杀。 阿伊·哈努姆出

土的钱币中， 最晚的就是他发行的。 宝物库在其在位的第 ２４ 年仍在使用， 但随后很快就废弃。
也就是说， 阿伊·哈努姆的废弃与欧克拉提德一世的去世大体同时。①

学术界对于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延续时长的认识存在一定争议。 勒纳 （Ｌｅｒｎｅｒ） 认为， 阿

伊·哈努姆的最终废弃时间在公元前 １ 世纪末， 这与发掘者最初的判断相符。 他根据中文文献记

载推测， 在第三阶段， 该地区包括阿伊·哈努姆都落入大月氏的势力范围， 大月氏通过对各城收

取贡赋来维持秩序。 然而， 大月氏的控制未能长期稳定， 不同分系 （翕侯） 之间的竞争导致社

会政治危机、 贸易网络崩溃， 因此南下跨过阿姆河寻求新的财源，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政治、 组织

形态变革， 最终在公元 １ 世纪建立了贵霜。 对于铭文 “第 ２４ 年” 是否使用的是欧克拉提德一世

纪年， 勒纳也持有保留意见。② 但是， 阿伊·哈努姆的发掘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却对第三阶段

的持续时间提出了新见解， 否定了最初提出的公元前 １ 世纪废弃说。 在最初整理陶器序列时， 里

昂内特曾对陶器的演变速率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 即将塞琉古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

朝约 ２００ 年的时间平均分到 ８ 期， 每期约 ２５ 年。 这种平均分期无疑是不合理的， 并且后来也被

整理者本人放弃了。 从陶器面貌来看， 第 ７ ～ ８ 期的器物形态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性。 里昂内特认

为， 这表明最后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非常短， 最多几年。③ 考古发掘的主持人伯尔纳德在总结阿

伊·哈努姆总体发掘情况时，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认为最后这个阶段只持续了五年。④ 由于这

段时间城内居民的居住时间过短， 他称其为 “闯入者 （ｓｑｕａｔｔｅｒｓ）”， 只是暂时在此居住， 与此前

城内长期定居者的身份有所差别。⑤

里昂内特还对第三阶段出现的游牧文化陶器的性质进行了推定。 结合对阿弗拉西亚卜出土陶

器的分析， 她认为高足杯 （ｓｔｅｍｍｅｄ ｂｅａｋｅｒ） 可能是塞人制造的， 而三足罐 （ｔｒｉｐｏｄ ｐｏｔｓ） 则可能

属于月氏人 （图三）。⑥ 根据近年来梁云等学者对中亚墓葬的研究， 高足杯、 三足罐、 束颈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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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 “北巴克特里亚的月氏文化” 的代表性器物， 束颈罐也见于康居人墓葬。① 这些陶器在阿

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出现， 证实了中文文献中关于大月氏西迁的记载。

图三　 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游牧文化器物②

四　 阿伊·哈努姆的最后使用阶段

阿伊·哈努姆平面呈三角形， 长 １. ８ 公里、 宽 １. ６ 公里， 整体面积近 １. ５ 平方公里， 有城墙

环绕， 背山面河， 十分险固， 并非一次性建成。 整座城址可分为三个部分： 城堡、 上城和下城。
城堡位于东南角， 发现有阿契美尼德风格的建筑遗迹和第 １ 期陶片， 属于阿伊·哈努姆最早修建

的部分。 这里可能曾在亚历山大时期作为一个小戍堡被使用， 但规模非常有限。③ 上城地势较

平， 城内经过发掘的遗迹不多， 仅南部有一处露天平台， 可能是伊朗系宗教的礼拜场所； 另外还

有 １０ 余处房址。 下城的发掘较为彻底， 已探明一条横贯南北的中央大道， 大道以西由南向北依

次分布着住宅区、 宫殿区、 神庙、 陵墓、 英雄祠、 体育馆等， 大道以东还发现了武器库和一座半

圆形剧场。 墓地在城外的东北部， 旁边有葡萄园。 中央大道正对着北城门， 北城门外还发现了住

宅区和另一处神庙。
如前所述， 根据陶器序列， 阿伊·哈努姆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在考古地层上， 第二、 三阶

段的分界十分清楚： 第二阶段是城址的主要建设和兴盛阶段， 城内外各类建筑遗迹基本修筑于这

一阶段； 到了第三阶段， 大多数建筑被改建、 重建， 原来的格局、 功能都被极大改变。 显然， 正

如陶器序列所显示的， 在这一阶段， 城内生活着的是与第二阶段不同的另一支人群。 如果说第二

阶段阿伊·哈努姆是处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治下， 城内居民与希腊化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仍生活在希腊化文化的氛围中的话， 那么这些居民在第三阶段很可能离开了

这座城市。 城市被新的外来人群占据， 他们对第二阶段居民留下的各种建筑遗迹进行了重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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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１２ （１９９８）， ｐｐ. １４１⁃１４６.



利用， 利用方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状况明显区别于前一时期。 在阿伊·哈努姆现已发掘的

地点中， 很多都可以见到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下城， 即第二阶段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

集中之处， 它们在第三阶段丧失了原有的功能， 成为了后来人群的生活场所。
下城最显赫的建筑群无疑是宫殿区 （图二）。 宫殿区位于城址中部， 主入口直接开在主街

上， 有规模宏伟的山门 （Ｐｒｏｐｙｌａｅａ）。 山门后的通道先向西， 后折向南， 通到宫殿区北部的庭

院。 庭院四边均有立柱， 南侧连接着多组房间， 这些房间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可能包括办公室、
会议室、 卧室、 浴室、 宝库、 图书馆等， 应该是国王或当地总督的官邸。 宫殿区以北、 主入口以

西通道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处陵墓， 南侧为阿伊·哈努姆的创建者基奈阿斯 （Ｋｉｎｅａｓ） 的英雄祠

（Ｈｅｒｏｏｎ）， 北侧陵墓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则属于一个统治阶层的家族。 按照希腊城市的惯例， 城中居

民死后一般葬在城外， 仅有城市的建立者或赞助者是例外。 因此， 毫无疑问， 在第二阶段， 宫殿

与两座陵墓所在的区域， 应是城中最为重要且不容侵犯的区域。

图四　 宫殿多柱厅石材出土时的堆积情况①　

　 　 到了第三阶段， 这个区域却被平民占据， 成为了手工业活动和生活起居空间。 宫殿本身被废

弃， 变为一个原材料产地， 人们不再将其看作显贵之地， 而只是从中切割石材、 掠取金属等材

料。 发掘时的情景表明， 希腊式建筑石材被大量拆除， 无论是山门、 庭院、 列柱大厅还是宫殿生

活区所用石材， 几乎不见保存完整的立

柱、 门廊或其他建筑结构 （图四）。 甚至

连陵墓的穹顶、 立柱、 石棺也遭到了洗

劫。 体育馆和城外私人住宅等其他地方的

石材也被破坏或运走。 除了石材， 陶瓦、
烧砖等建材， 陶器等日用品和金属、 玻

璃、 宝石等贵重物品， 也被拆除、 收集、
集中存放， 以备后续使用。 宝库原本就是

放置珍稀物品之处， 这一时期其他地点的

金属物品也被运到这里集中起来。②

　 　 有研究者曾认为， 宫殿区及周边区域

是被蓄意放火而导致了建筑倒塌。 不过，
大量石材被推倒、 切割、 粉碎， 堆积在一起， 由这一现象来看， 不论最初是否是由于战争放火，
后来这一区域是被系统性地破坏和重新利用。 体育馆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窑， 可能是用来将石材烧

成石灰。③ 金属材料则被回收重铸， 体育馆、 宫殿区等多处地点发现了小型金属加工作坊， 发现

了熔炉、 通风管、 铸锭等器物。
从事这些手工业活动的工人也生活居住在附近， 以便就地工作。 如宫殿多柱厅西部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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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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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号房间） 出土了熔炉，① 应是被改造成金属加工作坊， 而其东侧的长条形走廊就是工人的生

活起居处， 发现了生活用灶。② 英雄祠和宫殿庭院北门的区域也成为一片集中生活区， 英雄祠内

室被改造成居室， 并向南延伸， 新建了 ２０ 多间房间。③ 这些房间各有不同功能， 包括浴室、 厨

房等。④ 体育馆的外侧走廊被改造重新划分， 成为生产、 生活一体的空间。 北侧廊 ３ 号房间发现

有熔炉以及青铜像碎片、 钉子、 铁牌等物品，⑤ ７、 １１ 号房间也发现有生产火炉， 这几个房间应

是金属加工区。 而毗邻的房间则被用作生活空间。 体育馆正门被改成 １２、 ２３、 １７ 三个房间组成

的生活套房， 东侧中部的 ８ａ、 ８ｂ、 ９ 号房间是另一组套房。⑥

城内其他公共建筑也经历了类似的被破坏、 重新利用、 改建等变化， 原来的功能几乎都被废

弃， 成为新来人群的生活区和作坊区。 下城南部的贵族住宅和城外北部的居址也被改造成为更适

合后来者生活居住的结构。⑦ 值得

一提的是主街东侧偏北的剧院。 发

掘者在剧场前部表演区和观众席第

一层台阶处发现了大量散乱的骨

骼， 主要是长骨和颅骨， 以颅骨计

算数量， 有一百多具骨架（图五）。

图五　 剧院出土人骨乱葬遗迹⑧　

这些骨骼叠压在第二阶段地层之

上， 没有明显的墓坑， 上覆一层薄

薄的泥土和碎石块。 发掘者对这一

现象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

中亚本地的天葬习俗遗迹； 二是被

入侵者屠杀的本地人的骨骼。 从发

掘者公布的现场照片来看， 骨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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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非完整个体， 显然是二次葬； 但骨殖腐朽的程度较为均匀， 似乎是在短时间内堆积到一起， 并

非长期天葬弃置而成。 兼之天葬在中亚的习见做法是将尸体放置在较高处的天葬台让鸟兽啄食，
待尸肉尽去后， 还需再将骸骨收入纳骨器盛敛。 因此， 总体而言， 我们认为， 不能完全排除第二

种解释的可能性， 即此地曾发生外来者入侵事件， 造成了大量骸骨。 不过， 这些乱葬骨骼之上又

叠压了新的居址， 旁边还有同时期的陶窑， 居址可能就是窑工的居处。 为城市供水的渠道从剧院

穿过， 在第二阶段后期堵塞， 到第三阶段又在旁边挖通了新的渠道。①

　 　 发掘者认为， 阿伊·哈努姆在第三阶段经历了两批外来人群。 在地层上， 很多建筑都能明显

区分出两次被重新占领、 改造、 利用的痕迹： 第一次是直接对第二阶段建筑的改建， 第二次则是

在第二阶段地层上堆积了一层新地层之后， 又对建筑再次改建。 在体育馆中就能明显看到这两次

改建， 第一次改建后， 人们在此居住， 留下遗迹， 形成地层， 之后离开。 第二批改建者来到后，
又在其废墟上再次生活。 在宫殿山门处， 第三阶段开始时先开挖了一条供水渠道， 经过一段时间

的使用后渠道堵塞， 后来者在渠道底部又修建了两个灶。② 因此， 两批外来者应该不是同一人

群。 剧院处的居址叠压在人骨之上的现象， 也符合这一观点。
整个城址发现的乱葬骨骼现象， 仅有剧院一处。 城址很多地点确实可以看到可能发生过火

烧， 但并非有大规模恶意毁坏、 墙倒屋塌的现象。 因此， 目前学术界认为第二、 三阶段的转换是

平稳过渡的， 希腊—巴克特里亚居民并未对外来入侵的游牧人群进行强烈抵抗， 而是放弃了这座

城市， 离开去往别处。 这与陶器形态上表现出的连续性相一致。
不过， 我们认为， 仅从陶器形态变化不大这一点上， 并不能得出第三阶段仅持续很短几年的

结论。 在城内有些地点， 两次改建之间的地层厚达 ５０ ～ ７０ 厘米， 有些地点发现水渠使用堵塞后

又在旁边新开了渠道， 英雄祠以南的新建住宅也有改开门的现象，③ 这些都表明第三阶段应该延

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三阶段， 位于主街中部以西的主神庙也被外来人群利用， 并且可能

注入了新的宗教内涵。 这座神庙正立面装饰有凹龛， 被称为 “凹龛神庙 （Ｔｅ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ｅｎｔｅｄ
ｎｉｃｈｅｓ）”， 坐在三层高台上， 内室中供奉着主神像， 可能是宙斯或一位融合了希腊与东方元素的

神祇。 神庙三面均有建筑环绕形成庭院， 可能是神职人员的生活区。 庭院正门开在东侧中部， 通

向主街， 门内不远设有一处祭坛 （Ａｌｔａｒ）， 庭院东侧建筑还有一处小殿堂 （Ｃｈａｐｅｌ）。 到了第三

阶段， 与其他城内公共建筑一样， 神庙所在区域也被后来者占据、 改建， 出土了大型储存罐和大

量磨石， 成为生产、 生活区。④ 不过， 神庙本身和东侧的小殿堂却被保留了下来， 发掘者认为这

表明后来人群可能继续使用这座神庙作为宗教场所。 他们修缮了神庙的外墙 （图六）， 但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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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　 发掘所见第三阶段神庙高台外立面修缮情况①

内室的主神像和庭院门内的祭坛，
应是用自己的崇拜形式取代了原有

的供奉神像。 小殿堂内原本也供奉

着神像，② 在第三阶段被拆除， 代

之以灶。 这些现象表现出反对偶

像、 崇拜火的倾向， 可能与伊朗宗

教中的一些派别有关， 应是大夏本

地的宗教传统。
　 　 可以确定的是， 第三阶段在阿

伊·哈努姆生活的人群应是普通平

民， 区别于第二阶段的精英阶层。
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阶段， 整个城

址的居民人口数量都不大。 下城的

北部几乎没有任何建筑， 南部住宅区的房屋总数量不到 ５０ 间。 宫殿区以及各种宏伟的公共性建

筑， 其目的在于彰显权力， 表明这是一个政治、 行政管理中心， 但并不意味着城内存在很多居

民。 主街东侧的半圆形剧场虽然能容纳三四千人， 但这可能是供整个地区的希腊人观剧之用， 远

超城内居民所需。③ 里昂内特对陶器的分析显示， 第一阶段陶器基本没有任何装饰， 器形简单、
变化不大， 说明人口规模小、 活动形式单一， 由此她认为， 城内的早期居民大多是士兵； 第二阶

段出现了地中海地区进口的陶器， 应是与安条克三世的军事行动有关。④ 换句话说， 阿伊·哈努

姆是作为一处军事要塞发展起来的， 虽然也营建了英雄祠、 宫殿等公共性建筑， 但其主要的军事

政治性质在前两个阶段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城市生活始终不够发达。 到了第三阶段， 阿伊·
哈努姆真正成为一处居住场所， 但城址的使用主体是普通平民， 而他们对城址的利用方式是将其

作为原材料、 物资的攫取来源， 缺乏组织， 也没有建设城市的任何意图和规划。 这些普通平民

中， 除了外来者， 无疑也包含不少本地人。
如前所述， 部分历史学家调和东西方文献后提出， 大夏地区在公元前 ２ 世纪可能经历了两次

游牧人群入侵， 第一次来自塞人， 第二次来自大月氏， 这似乎与考古材料中第三阶段表现出两批

人群在此活动的现象相符。 不过， 在更明确的证据出现之前， 我们对于将考古现象与文献记载简

单套合的做法仍需谨慎。 相较而言， 汉文文献包含的细节更丰富， 解释考古材料的说服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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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
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 大月氏应是通过赋税的方式统治大夏， 大夏本地居民维持着与当地绿

洲城郭相适应的定居生活。 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 应是本地土著与西迁后的普通大

月氏平民这一组合人群的一般生活状态。 神庙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宗教内涵， 显然说明本地宗教

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恢复。 这与贵霜时期统治者继续支持本地传统宗教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贵霜在苏尔赫·科塔尔 （Ｓｕｒｋｈ Ｋｏｔａｌ） 为琐罗亚斯德教修建了皇家神庙， 发行的钱币上也印有大

量伊朗系神祇， 这正是从月氏时期对本地宗教的恢复延续而来的。 发掘者曾在阿伊·哈努姆上城

发掘出五座前贵霜时期的墓葬， 出土有高足杯等器物， 这也支持了月氏与贵霜的延续关系。①

汉文文献对于大月氏和大夏都城的记载也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一。 《史记》 称大夏都

城在 “蓝市城”， 《汉书》 说大月氏治 “监氏城”， 二者是否为一处、 位于何处， 研究者各执一

词， 未能取得共识。 阿伊·哈努姆显然既不是蓝市城、 也非监氏城， 但从城中第三阶段石材、 砖

瓦等被系统性切割、 集中， 同时又并未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情况来推测， 这些建筑材料很可能从这

座废弃的城址中被搬运走， 用去建设新城。 城内发现有多处日用品集中的现象， 如体育馆堆积了

几百件陶器， 有些还被修复过， 远远超过了在那里居住的人们生活所需。 这些器物可能也是被集

中起来等待运去新定居点。② 宝库中也有些从城中住宅等地收集而来的物品， 或许也是同样的情

况。③ 苏联考古学者在距离阿伊·哈努姆 ４０ 公里的塔吉克斯坦克孜尔苏山谷中曾调查过一处名

为 Ｓａｋａｓａｎｏｋｈｕｒ 的遗址， 那里发现了与阿伊·哈努姆宫殿布局十分相似的大型建筑， 出土过石质

建材， 有些科林斯柱的尺寸与大小与阿伊·哈努姆十分接近， 很可能出自这座城址。 调查者根据

城内采集的钱币等材料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 ２ 世纪到公元 ２ ～ ３ 世纪之间， 与阿伊·哈努姆第三

阶段、 张骞到访中亚的时代相仿。④ 遗憾的是， 我们对这座城址的信息所知太少， 情况仍不明

了。 如果能够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的话， 这里可能会成为推动我们对这一时期认识的一个突

破口。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工程” 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责任编辑： 陈　 霞

责任校对：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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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ｉ （张毅）， ｔｈｅ Ｓｉ⁃ｍａ （司马）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ｉｎ Ｓｈａｎ⁃

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Ｄａ⁃ｙｅ （大业） ｅｒａ，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６１２）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ｗ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ｅｐｉｔａｐｈｓ 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ｗａｓ 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Ｘｉ⁃ｙｕ （西域），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ｂｉｎｇ （府兵）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ｐｉｇｒａｐｈ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ｍａ （司马）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ｙｕｎｈｕ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Ｄａ⁃ｙｅ （大业） ｅｒａ，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ｌｐ ｔｏ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ｉ； Ｆｕ⁃ｂ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ｕｒｇｅｓ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ｅｓｈｕ'ｓ （哥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哥舒道元）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 －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Ｍａ Ｌｉｊüｎ （８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ｓｈｕ － － Ｇｅｓｈｕ Ｌｕ （哥舒鲁）， Ｇｅｓｈｕ Ｆｕ （哥舒匐）， ａｎｄ Ｇｅｓｈｕ Ｊｕ （哥舒沮） .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ｓ ｏｗ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ｃｉｆｙ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ｆ Ｈｅ⁃ｘｉ Ｃｉｒｃｕｒｔ （Ｈｅ⁃ｘｉ⁃ｆｕ⁃ｊｉｅ⁃ｄｕ⁃
ｓｈｉ， 河西副节度使 ） ｗｈｏ ａｌｓｏ ｏｖｅｒｓａ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ｓｈｕｉ Ａｒｍｙ （赤水军），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Ｋｈｏｔａｎ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ｅｉ⁃ｃｈｉ ｃｌａｎ （尉迟氏）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ｈｅｌｐ 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ｄｄｅ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Ｆｕ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ｌｔｅｇｉ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ｔｒｉｂｅ Ｇｅｓｈｕ，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ｓｈｕ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ｏ⁃ｚｏｎｇ
（高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Ｘｉａｎ⁃ｑｉｎｇ （显庆） ｅｒａ （６５０⁃６５７）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Ｇｅｓｈｕ Ｄａｏｙｕａ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ｃ Ｋｈａｇａｎａｔｅ； Ｇｅｓｈｕ Ｂｕ； Ｇｅｓｈｕ Ｈａ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ｃｈｉ ｃｌａｎ ｏｆ Ｋｈｏｔ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Ｄａ⁃Ｘ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ｅｒ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ｕ （９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ｕ ｏｆ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ｔ ｗ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Ｏｖｅｒ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ｌǐ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Ｄａ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ｕ ｒｉｖ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ｈ ｂａｎ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ｍｕ ｒｉｖｅｒ ｌ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Ｋｕｓ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Ｄａ⁃Ｘｉａ” （大夏）， ｏｒ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
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
ｐｅｒｏｒ Ｗｕ， ｗｈｏ “ｈａｄ ａｓｋｅｄ Ｑｉ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Ｄａ⁃Ｘｉ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ｓ” .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Ｗｕｓ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ｓｔｅｍ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Ｄａ⁃
Ｘｉａ ｗａ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ｕｒ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ｆｅａｒｅｄ ｏｆ ｗａｒ.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ｗｏｎ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ｂｒｏａｄ”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ｒｉ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ｗａ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ｒ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ｓ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ｉ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Ｄａ⁃Ｘｉａ；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８６１·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 ２０２３


